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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发条橙》之反面乌托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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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条橙》是英国当代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小说的暴力/反暴力主题和它对现实的冷静而悲观的分

析，被评论界归类为反面乌托邦小说。该小说的反面乌托邦主题主要体现在人性困境，权利斗争和价值冲突等三个方面。

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解构分析，希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小说的反面乌托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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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的代表作。一般人认为《发条

橙》是通俗科幻小说，唯独其作者力排众议，坚称这部小说强调自由意志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由于小说的

暴力／反暴力主题和它对现实的冷静而悲观的分析，被评论界归类为反乌托邦小说。与国外始于19世纪

70年代的与时俱进的《发条橙》研究相比，国内对《发条橙》介绍并不多，如王佐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英国

文学史》对其“只字未提”。到2000年小说被译成中文后，加之著名导演斯坦利库比里克的同名电影的解禁

与流传，《发条橙》才在国内文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学者也随之开始从自由困境、宗教问题、道德选

择权等方面对小说的主题进行研究。纵观国内外对该小说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工作几乎没有

结合或者运用一些文学批评理论，这样一部富含哲理的小说，如果脱离理论分析的支持，其蕴含的意义将

得不到充分显现。据发现，最近几年，在国内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领域，出现了反面乌托邦小说研究

热。崔竞生、王岚认为乌托邦这个主题根植于深厚的文化群体中，许多文学作品内部包含大量的“乌托邦

情结”，探讨这个主题对我们进行文学批评和欣赏大有裨益［1］620。因此，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小说的

反面乌托邦主题进行解构研究，希望为安东尼·伯吉斯的创作目的和《发条橙》的意义提供全新的阐释。

1 《发条橙》的反面乌托邦主题

反面乌托邦（dystopia）是把展望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描写作为讽刺幽默手段加以运用，预示未来世

界的恐怖可怕，讽喻现实社会的丑恶腐败［2］637。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及作家对深重的灾难会表现

出“救世”愿望。反面乌托邦作品也一样，作者是人类的“守望者”，给人们指出灾难的前景，以期引起人们

的警惕。由此可见，反面乌托邦小说便是通过描写一个虚构或想象的未来世界，影射现实社会，向人们发

出警告。这种预示性的警告，使人们在畏惧、恐慌之余，能有所戒备，从而采取及时的，有力的措施来克服

弊端，消灭可能导致灾难和毁灭的一切因素。这也是反面乌托邦小说的主要意义所在。

在《发条橙》中，伯吉斯借助反乌托邦的形式，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恐怖的未来人类社会，主人公目无法

纪，无恶不作。在某种程度上影射了当时的现实社会，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

境。在小说中，伯吉斯通过讲述反面英雄亚历克斯被“洗脑”前后的不同遭遇，提出了人性的善恶问题。我

们在质疑善恶是否存在对立的同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已经模糊化，衡量它们的标准也并非绝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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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性中的善恶取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主人公亚历克斯选择作恶，采用了最极端的行为方式捍卫自己

的个人自由，以至侵犯到了其他人的权利。按照洛克（John Locke）“政府契约论”的原理以及西方天赋人权

的理论，每个人生来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是及至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往往会侵犯到其他人权利的行

使。那么如何来协调这个矛盾呢？我们每个人让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形成一种公权利，然后在公共权利

允许的范围内，实现自由的最大化。我们把惩治暴力，抵御外来侵略等交由这种公共权利来处理，即国家

机器的产生［3］。当社会权利过于集中，自由平等无法实现，自由主义来缓解；而社会一旦自由泛滥，危害社

会的行为无法控制时，极权主义现身约束制止。它们之间彼此约束，互相制衡，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比较理想的社会状态。这里所涉及的反

面乌托邦主题是如何在小说中体现的呢？下面本文就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1.1 解构反面乌托邦之人性困境

《发条橙》通过讲述了一个名为亚历克斯的青少年遭受“洗脑”前后的故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人性困

境的问题：一个被迫为善的人好过一个自主作恶的人吗？故事开始时，15岁的中学生亚历克斯和他的“哥

们”，白天去学校，到了晚上他们去奶吧喝‘牛奶泡刀’（掺了迷幻药的牛奶）。借着毒品的刺激，他们到外面

‘寻欢作乐’：戏弄老人、抢劫商店、和其他帮派打架，闯进别人家里大发淫威……他们做这些并不是为了抢

劫或是报复，仅仅纯粹为了作恶的快感，为了释放他们身上过剩的精力。当亚历克斯入狱后，他被迫做了

“路多维哥氏技术”的试行者，这种技术通过药物加上恐怖视觉刺激来改造犯人的思想，使其无法用自己的

意志去施行危害社会的行为。他被迫选择了善，一想到暴力、性、甚至音乐，就会马上恶心呕吐。在故事开

始时他们做过的事情，都变成了能折磨他致死的毒药。他成了一只“上发条的甜橙”。出狱后，无害又无助

的亚历克斯险些成了反政府人士的牺牲品，他们试图逼死毫无反击能力的亚历克斯，并利用他的死来攻击

政府。以前无恶不作的施暴者现如今成了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我们不禁怀疑到底孰是孰非：自由选择作恶

的亚历克斯还是被迫为善的亚历克斯呢？小说中监狱教诲师的一席话似乎向我们揭露了问题的答案，“上

帝是想要善呢？还是向善的选择呢？人选择了恶，在某个方面也许要比被迫接受善更美妙吧？”［4］103

一个被迫为善的人并不比选择作恶的人强。对亚历克斯来说，“善”“恶”不过是人性中对立的两面，它

们之间无所谓对错，也没有价值判断。在他看来，“不去探究‘善行’的根源何在，那为什么要追究其对立的

门户呢？如果人们善良，那是因为喜欢这样，我是绝不去干涉他们享受快乐的，而其对立面也该享受同等

待遇才是，我是在光顾这个对立面……而我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喜欢做才做的。”［4］57亚历克斯选择了恶，是

因为他本性所爱。而他的向善是人为的外在动机所致，是当权者想通过控制人民的欲望来统治人民。他

们借助“路氏技术”，扼杀亚历克斯所有施暴因子的同时，也泯灭了他作为人的最至关重要的东西：自由选

择。他们治疗的仅仅是暴力这个“病症”，并没有找到亚历克斯罪恶的“病根”，甚至忘却了他们在亚历克斯

的罪恶形成中充当了帮凶的角色。正如小说中F·亚历山大所言，“他们已经把你变成了非人的东西，你再

也没有选择的权力。你已经委身于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成了只行善的小机器。”［4］152伯吉斯借亚历山大之口

告诉我们，“路氏技术”的动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一个无法选择的人已不再是人。

1.2 解构反面乌托邦之权利斗争

当亚历克斯与一群小青年混迹街头，以毒品、暴力、性以及一切反社会的行为为乐趣时，我们不禁困

惑：为什么他们能如此嚣张？为什么这些行为没有受到约束呢？一方面，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摆脱警察的抓

捕，比如抢劫时戴面具，事先买通目击证人等等。另一方面，人类科学技术相当发达，已经在月球上建立了

定居点，无暇关心地球上的法律秩序。这些小青年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的渎职。

除此以外，当权者更多关注的是政绩而不是民生，这必然会导致权利的滥用。权力的行使可以通过伪

装、劝服或操纵来使他人的思想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转变［5］79。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当权者们抓

捕政治犯，征召小流氓来补充警力……监狱人满为患，他们就用“矫正治疗”技术改造罪犯。至于罪犯出狱

后是否能正常生活，他们毫不关心。正如布罗兹基大夫所言，“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动机，不是高尚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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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而仅仅是减少犯罪……和缓解监狱的人满为患。”［4］128亚历克斯被彻底改造了，他不能作恶，无法再享

受音乐，因为这一切都变成了生理痛苦的刺激物。

当权者用民众的自由换取了自己的权利。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统治，政府试图通过法律和暴力来控

制人民。不惜动用高科技，给他们洗脑，将他们改造成没有思想的机器，剥夺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而普

通民众为了片刻的宁静，任由其摆布与控制，不惜牺牲掉自己的自由。

F·亚历山大，小说中另一个亚历克斯（亚历克斯是亚历山大的简称），政府的渎职和青少年犯罪的另一

个受害者，一个写《发条橙》的作家，在这里已经成为伯吉斯的代言人。他呼吁人民为自由而战，指出与个

人的自由相比，政府的权利一文不值。“伟大的自由传统必须捍卫……党派名称一钱不值，自由传统高于一

切。普通老百姓会不闻不问，没错。他们宁课出卖自由，来换取平静的生活……”［4］156

在小说中，个人的自由与当权者的权利已无法共存。主人公亚历克斯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而当权者

则是最高权利的执行者与维护者，短期内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协调与统一的。

1.3 解构反面乌托邦之价值冲突

鲁宾·拉比诺维奇认为，小说《发条橙》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冲突是：自由意志和独裁主义，对应的就是贝

拉基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6］43。

奥古斯丁主义得名于拉丁教父奥里留·奥古斯丁。他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

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幼年时曾从母亲加入基督教，但19岁在修辞学校读书时成为摩尼教

追随者。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并且是奥斯丁会的发起人。对于新教教会，特别是加

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

在早期基督教神学中，人性论构成了上帝论和基督论之外的第三个重要领域，而基督教人性论的核心

问题就是“原罪”与“救赎”。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罪恶只不过是

“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并没有在世间和人身上创造罪恶。罪

恶的原因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自愿地背离了善之本体（上帝）。

贝拉基是不列颠的隐修士，401年到410年间来到罗马传教，405年曾与奥古斯丁发生了神学交锋。后

来贝拉基转向北非和东方，在那里影响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贝拉基主义”的神学派别。贝拉

基认为，一个人犯罪只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由于亚当的遗传，亚当所犯的罪只能由他自己来

负责，他的子孙不应当因此而遭受苦难。既然罪是由于自由意志所致，那么罪的解除同样也应该取决于自

由意志，一个人得救的关键在于他自己的道德努力，基督并没有救赎世人的罪，他只是为人类行善做出了

榜样。

针对贝拉基的观点，奥古斯丁指出，尽管最初的人性是纯洁无邪的，但是自从亚当堕落后，人性就被注

定成为有罪和邪恶的。罪固然是因自由意志所致，但是罪的解除却不能靠自由意志，因为已经被罪恶所控

制的意志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一部分人的意

志重新获得向善的能力，摆脱必死的罪性而获得灵魂的永生［7］82。

在小说中，贝拉基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不同时期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上。小说开篇

时，展现在读者眼前的社会无政府状态暗示我们，当权者是贝拉基自由主义者。根据贝拉基主义教义，“人

类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他们随时准备行善或者作恶。”［8］58亚历克斯和他的小混混们正是如此。他们放纵

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欢作恶。周围的环境也给他们犯罪提供了便利，他们经常光顾的柯罗瓦奶吧给他们这

群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提供毒品，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制止。城市里犯罪横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

没有一丝安全感，更谈不上安居乐业。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权政府宽松的政策。

新内政部长的上台标志着奥古斯丁主义的政府掌权了。奥古斯丁主义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无法

容忍政治犯罪。监狱为了腾出空间来关押政治犯，决定依赖能控制人类自由意志的现代行为技术来改造

犯人，好让他们尽快出狱。为了缩短刑期，亚历克斯自告奋勇作了小白鼠。治疗产生了效果，该疗法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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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及宗教界人士的赞赏，报刊也大肆渲染。此时监狱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寓的电梯被修缮一新，墙

面上不堪入目的涂鸦也已经被拭去，警力也壮大起来，社会也似乎重现光明了。和监狱里施行改革一样，

发生在外面的一切也昭示社会正经历一场变革：从贝拉基自由主义执政过渡到奥古斯丁主义。预示着一

个更加专制的政府即将上台。

在小说中，奥古斯丁主义和贝拉基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不会终止的，他们之间的拉锯战构成了主人公亚

历克斯故事的核心。换句话说，这也是部展现贝拉基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党派循环交替的故事。

2 结语

王之光在《发条橙》的代序中，曾说过，除了《发条橙》，还有《缺少的种子》和《尘世权利》（Earthly Pow⁃
ers），都表明伯吉斯的信仰游移于残存的贝拉基主义和奥古斯丁教义之间。这对于拥有苏格兰-爱尔兰血

统的天主教后裔安东尼·伯吉斯来说，创作反映奥古斯丁与贝拉基主义之间对立的作品不足为奇。自14岁
以来，他一直保持一种既不激进又不保守的态势，有点“含糊的愤世嫉俗”。他摈弃了天主教后，自称是摩

尼教徒［9］44。摩尼教对世界结构持有二元观念，宣扬最高的二元论是：上帝和恶魔是同权的［11］155。作为一个

摩尼教徒，伯吉斯想告诉我们，无论亚历克斯生活的社会是偏自由主义还是偏极权主义；无论人民是向善

还是作恶，这些二元因子将共存于世，因为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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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struction of the Dystopian Theme of A Clockwork Orange

Jiang Guif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A Clockwork Orange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British writer Anthony Burgess. The novel is classi-

fied as a dystopian novel by the critics because of its violence-antiviolence theme and dispassionate analysis on

real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the dystopian theme of the novel in terms of the dilemma of humanity，

struggle of powers and value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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